
   

 
 

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 ∗ 
——路径差异与模式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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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三类，即残余的冷战结构、

结构性的战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三类安全问题本属于不同的历史

时段，却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中，从而造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因此，

是否具备同时处理三类不同属性的安全问题的能力，就成为评估和判断未来

安全架构有效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标准。由于亚太各国在冲突根源、理论准备、

核心基础、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必然导致在安全架构的建设过程中展现出明显的路径差异，最终形成六种典

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模式，分别是同盟体系模式、东亚峰会模式、中美共治模

式、亚信会议模式、次区域协调模式及东盟主导模式。根据以安全问题的类

别和属性为基础生成的评估标准，对这六种模式、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

排布，可以简单勾勒出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基本谱系，从而对其未来发展图

景进行宏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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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逐步成长为世界经济版图中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在全球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因

素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亚太国家在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始终停滞不前。尤其

在 2010 年以后，亚太安全领域逐渐呈现出传统安全热点问题全面升温，非传

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的复杂局面。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大国竞争等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亚太地区新的军备竞赛趋势正逐渐成形，陷入“安全困境”的风险

已不容忽视。① 

事实上，在过去 20 多年里，亚太地区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已经就建构符

合地区要求的安全机制进行过多次尝试，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整体而言，

缩小地区安全赤字，管控军事冲突，降低安全风险的目标远未实现。这种结

果的出现固然受到亚太地区复杂的地理、历史、政治、文化条件以及发展阶

段的巨大差异等客观因素的消极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亚太各国对于当前地

区安全问题实质的理解及在设计与建构合理的亚太安全架构的路径选择方面

存在明显的分歧，最终造成各国相互掣肘，使整个地区安全体系的建设举步

维艰。 

本文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工具清晰地呈现当前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复

杂进程，描绘亚太安全架构可能出现的不同图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

将从当前亚太安全问题的性质和特征出发，分析亚洲安全领域所呈现的系统

性困局，并解释处于困局中的亚太诸大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复杂利益关系。在

此基础上，对当前亚太各国尤其是中、美在亚太安全问题方面的关键分歧点

进行考察，最终根据各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差异化的路径选择归纳未来亚洲

安全架构可能形成的六种模式，以期全景式呈现未来亚太安全架构建设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复杂图景。 

 
一、系统性困局与亚太安全新架构的使命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明显恶化，无论是在

海洋还是内陆，都呈现出旧的安全问题难以解决，而新的热点问题和突发事

① 于洪君：《亚太安全态势：挑战及应对》，载《学习时报》2013 年 7 月 15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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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层出不穷的局面，使亚太各国疲于应付。令人目不暇接的安全乱局也让很

多亚太国家对本国安全环境表达深切的担忧。 

然而，仔细分析当前亚太安全领域的各种问题的属性和特征，便会发现

该地区的安全风险和冲突烈度实际上与冷战时期相差甚远，甚至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相比也有所下降。① 只是因为亚太地区目前所积累的各类安全议题

的不同属性，在地区秩序转型时期形成了相互羁绊、相互制约的复杂结构，

从而使该地区陷入了系统性困局。这意味着，如果能够准确判断和分析不同

安全议题的性质与意义，就能够在理论上为亚太安全提供体系性认知，这也

是构建亚太安全架构的前提和基础。 

从安全议题的属性和特点出发，当前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各种热点问题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类： 

（一）冷战遗产 

尽管全球意义上的冷战格局已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但冷战遗留下来

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遗产仍然深刻影响着世界。其中，亚太安全领域便是冷

战遗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② 作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前线，东

亚地区仍旧保留了冷战结构的诸多残留，依然在干扰地区安全环境的建设。

目前亚太地区风险最大的几项安全议题均属这一类别。 

其一，朝鲜半岛安全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的朝鲜战争塑造了冷战在亚洲

的基本格局，作为战争遗产，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当年

参战各方至今仍未签署正式的和平条约，半岛和平仅仅维系于《朝鲜停战协

定》。从法理上说，战争状态仍未结束。由于对相关各方的安全利益缺乏明

确的制度性安排，在苏联解体之后，朝鲜半岛仍然延续着冷战时期的对峙状

态，任何关于半岛局势的安全问题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无论是旷日持久

的朝核问题，还是如“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等突发事件，都是带有明

显冷战色彩的安全议题，同时构成了地区最大的安全风险。 

其二，钓鱼岛及南海岛屿主权归属争端。引发亚洲国家之间最多争议的

① See Michael Swaine, 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5. 
② See Wendy Slater and Andrew Wilson, eds., The legac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No. 266, 1990, pp. 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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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主权争端也同样根源于冷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冷战随即爆发，

战胜国集团迅速瓦解，因此对战败国责任的追究和法西斯国家扩张过程中强

占的领土主权的重新划定工作始终没有完成。在东海方面，由于冷战对峙的

出现，使得美国采取了拉拢和纵容日本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钓鱼岛问

题。在南海方面，岛屿主权归属始终没有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

为当前的岛屿主权争端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诸如中国台海问题、领土争端（日韩、日俄、中印）、印巴

冲突等亚太地区的其他很多次级热点问题也都属于典型的冷战遗产。这类议

题属于与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密切相关的高政治问题，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

解决，而处理不当则很容易引发高烈度冲突。可以说，冷战结构是亚太地区

最棘手的安全难题的主要根源，它的存在为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领域构建相

互信任和理解设置了巨大障碍，极大地提升了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难度。 

（二）结构性战略冲突 

除了顽固的、难以根除的冷战遗产，亚太地区作为当代大国利益的重要

交汇点，地区国家之间围绕关键资源和战略利益已经形成复杂的竞争关系。

国家间的竞争人为地制造或放大了地区间既有的安全矛盾，从而构成当前亚

太地区第二类安全问题。 

首先，全球和地区大国基于争夺地区战略主导权的目的，人为激化安全

矛盾。迄今为止，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地区战略结构仍未成形，主要大国仍将

这一区域视为必须加以争夺的重点战略区域，从而人为地“创造”了部分地

区安全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的“重返亚太”

战略。从 2009 年希拉里·克林顿提出“重返亚太”构想开始，美国通过加强

军事存在、扩大同盟体系以及“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建设，

从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保持并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① 在这一

过程中，美国积极利用外交手段，挑起亚太地区国家之间既有矛盾，积极支

持部分国家对长期无法解决的争议问题的利益诉求，或通过政治表态等方式

激发安全热点问题。以此为支撑，美国试图扩大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参与度，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 “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 Laguna Phuket, 
Thailan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2, 2009,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 
july/1263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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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扩展。这种一度被冠以“巧实力”外交的行为实际上

引发了一系列亚洲安全问题，对整个亚太安全架构造成严重干扰。① 

其二，后冷战时代，中小国家对地区资源的争夺引发新的安全问题。作

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军事结构，冷战具有将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暂时冻结的特

殊作用。② 冷战时期，中小国家的安全利益完全维系在以超级大国为首的意

识形态阵营中，其在安全领域的利益诉求完全受制于大国战略，无法获得充

分的表达空间。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原本被抑制的对地区资源的

诉求全面扩展，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形成了激烈的资源争夺态势。加之

亚太地区本身在安全共识和安全机制方面存在较大欠缺，从而引发了很多新

的地区安全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在海洋和大陆架划

界问题上出现的复杂争端。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峻挑战 

无论是冷战的遗产，还是由于结构性战略冲突引发的安全问题，总体上

均属于传统安全问题，集中体现为主权国家间的互动关系。然而，随着亚太

地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亚太区域内的非传统安

全问题也浮出水面，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跨国性和流动性特征，逐渐成为区域

内国家共同的安全问题，从而构成了当前亚太安全领域的第三类威胁。 

当前亚太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非常严峻，不仅种类繁多、影响

广泛，更重要的是，目前大多数亚洲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缺乏有效的

处置能力，更遑论风险预防能力。现阶段对于整个地区影响最大的非传统安

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金融风险、毒品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环境恶化、

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信息安全、食品和水资源短缺等。③ 这些问题虽然

在冲突的烈度和对国家层面的影响力不及传统安全问题，但因其波及普通民

① See Nossel Suzanne,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p. 131-142; Eric 
Etheridge, “How ‘Soft Power’ Got ‘Smar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4, 2009; Hillary 
Clinton, “Use ‘Smart Power’ in Diplomacy,” CBS News, January 13, 2009. 
② See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hn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pp. 
35-40. 
③ 参见 Mely Caballero-Anthony, Ralf Emmers, and Amitav Acharya, e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 Dilemmas in Securitization,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6; 余潇枫

等：《非传统安全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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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日常生活，容易对相关国家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影响。如果

无法得到有效应对，地区国家的稳定恐难持久。 

（四）系统性困局与安全架构的评估标准 

上述在亚太地区广泛存在的三种安全问题的性质不同，在地区安全问题

上产生的影响也具有功能性差异，同时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这使

得亚太安全领域形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 

从时间轴的视角来看，冷战遗产类的安全隐患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属于

“过去时”的安全问题。围绕这类安全问题的互动仍然延续着冷战时代的诸

多规则和程序，在冷酷的核威胁与战争风险面前，所有理想化的解决方式都

很难改变因冷战延续而来的部分国家之间已根深蒂固的认知与互动模式，大

规模的武装对峙和赤裸裸的军事竞争仍然主导着这类议题的话语体系。 

战略冲突类的安全问题在时间上则属于“现在时”的问题。在后冷战时

代，地区秩序进入转型与重构的过渡时期，主要的地区大国和对于自身发展

具有期许的中小国家纷纷尝试在新的地区秩序中争取于己有利的位置。这种

国家战略层面的竞争趋势很自然地超越了对于新的安全问题的忧虑。作为地

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问题的管控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区国家

战略层面的冲突。也就是说，在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建构完成之前，战略冲

突的存在就是一个结构性矛盾，很难获得彻底解决。 

非传统安全问题属于国际体系中的新议题；在亚太安全的时间轴内，很

大程度上属于“将来时”的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的流动性和国际性，

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孤立地应对挑战。这些新的安全问题需要各国之间超越

旧的国家关系模式，建立共同的安全认知和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以全球治

理的视角和方式加以应对和解决。国际组织和其他非政府行为体能够在这一

领域发挥独特的作用。 

从理论上看，虽然上述三类安全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清晰的解决路径，

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当处于不同时间轴的三类问题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

内，应对难度将大幅度提升。一方面，清理冷战遗产是对地区秩序的重新洗

牌，其结果将改变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需要全球与地区大国在充

分磨合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否则将引发难以预估的安全风险，而目前条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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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尚未成熟。但如果不解决冷战遗产，亚太地区始终难以在安全领域建立实

质性互信，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不触及残余冷战结构的情

况下，亚太国家需要对自身在未来地区秩序中的地位加以考虑，大国为获取

地区战略主导权积极布局，中小国家则希望尽可能抢占眼前的安全利益，并

且尽可能多地获取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以便在未来体系中获得相对

有利的位置。这种在地区战略层面的进取态势又会导致新的安全问题。在大

国利益缺乏有效协调、中小国家的舒适度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很难建构有效

的亚太安全架构。 

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多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新的

非传统安全挑战同时出现，并直接威胁着亚太国家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事

实上为亚太国家提供了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契机。当前亚太地区很多安全

制度都是以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为基础而建立的。但是，在冷战残余和战略

竞争结构没有改变之前，亚太国家无法真正基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理想化

的治理结构。在需要付出成本的议程上，因为战略竞争所形成的猜忌会使各

国不愿做出足够的努力；而那些能够对地区战略结构产生影响的议程，又会

成为地区大国竞相争夺的阵地。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被大国视为战略博弈的

具体“议题”，而非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是在非传统安全

领域，亚太国家达成共识的难度也依然很大。 

作为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高政治议题，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直接关系到

该地区秩序的转型和建构，这意味着这个过程必然是漫长而艰苦的，很难在

短期内形成最终结果。 

然而，从研究的角度看，通过对当前亚太安全形势的考察，完全可以通

过归纳地区安全问题，提出评估亚太安全架构合理与否的基本标准。第一，

有能力处理残余的冷战结构，使之不再成为地区安全的威胁；第二，能够有

效协调与安置亚太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并为地区中小国家所接受和认同；

第三，能够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

问题对亚太国家的挑战。 

基于这一标准，可以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行为体在地区安全机制化建设

中的路径选择加以剖析，并对亚太安全领域可能出现的不同前景进行初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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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与评估。 

 
二、安全机制建设的差异化路径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内各国对于建设新的安全机制的尝试

从未停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对亚太安全局势能够产生影响的各种形式的

多边框架及对话机制将近 20 个，① 既包括各种次区域国际组织、国际机制，

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国际会议和论坛。 

次区域安全机制庞大的数量和相对有限的安全治理效果反映了亚太各国

在安全机制建设立场与路径上的明显背离。事实上，根据亚太安全问题的不

同类别，对区域内各国在安全议题上的立场进行比较分析，人们会发现亚太

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在安全机制建设的诸多关键环节的理解和认知上都存在

明显分歧，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过程将不可避免形成明确的差异化路径。 

（一）如何理解亚太安全问题的根源 

关于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第一个关键分歧点源于对现实状态的理解，亚

太国家对如何解释当前亚太安全问题的根源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 

一方面，部分亚太国家在域外大国的“指导”下，将亚太地区安全问题

的成因解释为中国的崛起，从而将亚太安全问题等同于“中国问题”。这种

观点试图从权力与意图两个方面解释中国对亚太安全的影响。他们认为，冷

战结束之后，随着中国经济起飞，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这改变了地区国家的

力量对比，使中国具备了改变地区安全现状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

放弃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逐渐开始以咄咄逼

① 目前在亚洲领域内最主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SCO）、东南亚

国家联盟（ASEAN）、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东盟地区论坛（ARF）、亚信会

议（CICA）、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亚峰会（EAS）、亚太圆桌会议（APR）、

美国同盟体系、中日韩三边机制、中俄印三边机制、美日澳三边机制、六方会谈机制。此

外，诸如香格里拉对话、香山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主要的地区论坛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

视为安全问题的讨论平台。其他如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RCEP）、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经济对话平台，湄公河流域开发机制等依托

具体议题形成的多边机制虽然都可能对安全问题产生一定影响，但因篇幅限制，本文暂不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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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态度干预周边事务，最终造成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① 这种以权力理论

为基础的解释虽然存在明显的政治目的和逻辑问题，但由于西方国家在话语

体系方面的优势地位，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国家奉为圭臬。 

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前亚

太安全问题源于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秩序转型引发的动荡和调整。② 冷战时

代的地区秩序随着苏联解体而消逝，但新的更为合理的地区秩序却迟迟没有

建立起来。随着亚太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快速发展，域内新兴大国与传统安

全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力量对比逐渐从失衡走向相对平衡，权力转移过程正

在推动整个地区政治结构的变迁。在这个相对漫长的过渡阶段，未来发展前

景的不确定性给地区中小国家带来心理上的恐慌，在涉及自身安全问题上进

退失据。同样，由于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各国缺乏互信和安全管控机制，

任何安全问题一旦出现就需要较长的解决周期，因而造成当前亚太安全局势

中热点问题频发的状况。③ 

理解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形成的原因，是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亚太地区国家在安全问题理解上的两极化趋势，根本上决定了未来亚太安全

架构建设的差异化状态。 

（二）如何认识亚太安全架构的理论基础 

第二个关键分歧点来自理论层面。在亚太安全领域，中、美及东盟等不

同主体在行为方式中展示出不同的理论认知。 

① Daniel Blumenthal, “Riding a Tiger: China’s Resurging Foreign Policy Aggression,” Foreign 
Policy, April 15, 2011, pp.97-104; Kathleen Miles, “Robert Gates: China, Russia are Becoming 
Aggressive as They Perceive US Pulling Back,” The World Post, May 21, 2015; Willy Lam, 
“Beijing’s Aggressive New Foreign Policy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Brief, Vol. 13, Issue 13, 2013. 
② 参见吴莼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载《国际展望》

2015 年第 2 期，第 19-33 页。 
③ See Peter Shearman, ed., Power Tran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David Shambaugh, ed.,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

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188页；John Mearsheimer,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3 
2010, pp.1-12; William Murphy, “Power Tran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the Challenges of Systemic Adjustment and Stability,”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3, Issue 4, pp. 61-84. 

 
23 

                                                        



          20 15 年 第 4 期 

美国在亚太安全架构建设上仍坚持以“霸权稳定论”或“均势理论”作

为理论基础。一方面，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自己在亚

太安全问题上的行动能力，强调美国力量在亚太安全领域的“稳定器”作用，

试图延续冷战时代以同盟体系主导地区事务的局面。① 另一方面，美国也的

确认识到自身能力的相对下降，因此积极挑动亚洲各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

矛盾，试图以域外国家身份扮演亚洲地区的“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ing）

角色，维持地区国家间的战略均势。② 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对亚太地

区安全局势产生了负面影响。 

东盟国家在亚太安全领域的努力可以被看作地区中小国家在亚洲范围内

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尝试。③ 作为当前亚洲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

东盟在安全领域的尝试更多地采取建设国际机制的方式加以推进，通过多层

次对话达成共识，并通过构建网络化的机制，制约和规范地区大国的行动，

通过机制化的方式贯彻和表达自身的安全利益诉求。这种思路是对传统地区

安全中的霸权逻辑的实质性否定，具有相当程度的积极意义，一段时期内也

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 

在 2014 年亚信上海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对亚洲安全系统全面的

认知。亚洲安全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等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原

则和理念一脉相承，是在当前复杂的地区安全形势下，中国对集体安全理论

的时代性阐述，应当成为未来地区安全架构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④ 

（三）如何选择亚太安全架构的基石 

由于对亚太安全状况的理解和各自奉行的安全理念存在差异，不同国家

① See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John Mearsheimer,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pp. 
236-264;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1997, pp. 86-124; Stephen Walt, “Offshore Balancing: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 2011, pp. 56-63. 
③ See Jusuf Wanandi, “Towards an Asian Security-Community,” Asia-Europe Journal, No. 3, 
2005, pp. 323-332. 
④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亚信上海峰会主旨演讲），外

交部网站，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 
dnzt_611382/yxhy_667356/zxxx/t11580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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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的地区力量作为安全体系的建构基石，从而成为第三个关键分歧点。 

第一，单极体系。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以霸权国为核心，以围绕霸权国

建立的同盟体系为基础构建的体系才是最稳定的地区安全架构。按照这种逻

辑，亚洲安全的基石只能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未来安全架构的转型也将是另

一个大国（如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同盟体系并取代旧体系的过程。 

第二，中美共治。这种观点近年来较为流行。从现实出发，决定亚洲安

全局势最关键的两个大国毫无疑问是美国和中国，任何亚洲安全问题的解决

都很难摆脱中美两国的影响。因此，只有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通过机制化方

式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合作，在涉及地区安全的议题上达成共识，亚太安全架

构才能建立稳固的基础。 

第三，大国协调。这种观点认为，亚太地区安全的维护不仅需要中美两

国的合作，也需要亚太地区诸大国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亚太安全架构的基

础是多边框架内的大国协调机制，推动区域内所有大国共同协调管控地区安

全问题，并在大国一致基础上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第四，多边机制。这种观点强调，地区中小国家认为地区安全不是大国

的特殊责任，所有地区国家都有义务参与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地区中小国

家主张最合理的亚太安全架构是由地区国家共同组成的多边安全机制，通过

合理的机制体系建设维护地区安全，并且重点规制大国的行为。 

（四）如何确定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目标 

由于认知和理念存在差异，基础条件各不相同，亚太各国对于亚太安全

架构的最终目标也存在明显分歧，这是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第四个分歧点。 

关于建设目标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安全架构究竟是一个跨地区机制，还

是一个次地区机制？地区内很多国家都将亚太安全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主张建立一个有效覆盖整个亚洲及西太平洋区域的安全机制。这样不仅

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地区安全，也有利于打破亚洲地区长期存在的分散状态，

形成独立的亚洲意识，构建亚洲一体化空间。 

然而，另一些国家则认为，在当前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各国的利益和立

场难以协调，建构跨区域安全机制的难度过大。从现实出发，合理的建设目

标应该是努力推进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先在亚太地区打造多个各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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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机制和安全议程，待时机成熟后，再尝试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安全机制。 

上述两个建设目标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安全架构所覆盖的地理范围，还直

接影响不同类型安全机制的性质。作为跨区域机制，如果要应对亚太区域内

的所有安全议题，必然要具备一定的强制性，以便形成对特定安全问题的执

行力。而由于次区域机制是多中心体系，主要突出机制的协调性，从而形成

安全对话性质的机制。 

（五）如何贯彻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原则 

围绕承担体系内责任和义务的原则形成了不同观点，这是安全架构建设

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分歧点。 

主要地区大国从理念上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主张

地区内国家不分大小，均有权利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讨论。但由于大国在安

全问题上具备更强的能力，因此需要在相关安全问题的处理过程中承担更多

义务，付出更多成本，发挥更大作用，相应地也就不可避免地在相关问题上

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然而，很多地区中小国家对这一原则带来的潜在风险表示警惕，它们认

为安全问题是涉及所有国家的重要事务，各国在安全领域应该拥有平等且共

享的权利和地位。大国对安全事务的处理需要以尊重中小国家的观点、立场

和舒适度为前提。在传统安全领域，大国事实上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

安全问题的协调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上，更需要突出平等协作的原则。 

总而言之，分散性是亚太地区人文地理结构和地区政治格局中最明显的

特征，这在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上也得以清晰诠释。尽管建立新的安全

机制已经成为域内外国家的普遍共识，但一旦涉及安全架构的具体建设问题，

各国之间的分歧马上便凸显出来。 

如上所述，亚太地区各国在亚洲安全架构的议题根源、理论准备、核心

基础、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多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分歧，且相互之间妥协的

空间和意愿不足。因此，在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安全机

制建设的多元化路径，最终造就了亚太多种安全机制并存且相互掣肘的现实，

这也成为未来亚太安全图景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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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太安全架构的模式 
 

通过对当前亚洲安全问题的类别和系统性困局的分析，可以确定评估亚

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基本标准。而通过分析亚太各国在安全架构关键议题上的

分歧，又可以获得亚太安全架构建设差异性的线索。利用这些分析工具，可

以对亚太安全领域纷繁复杂的安全机制进行条块化解析和探索。 

基于认知、理论、基础、目标、原则等要素不同的组合方式，结合亚太

地区的现实情况，未来的亚太地区可能形成六种比较清晰的安全架构模式。

它们特点各异，对地区安全形势和地区大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参照基本标准，以机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作为基本分析维度对其进行评估，

可以勾勒出一张相对完整的未来亚太安全机制模式谱系，从而为中国亚太安

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依据。 

（一）同盟体系模式 

 

 
图 1  同盟体系模式 

 

亚太安全领域的第一种模式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亚洲同盟体系（图 1）。该

模式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亚洲“轴辐”式同盟体系的延续，其基本结构

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的同

盟关系为基础，通过盟国之间安全合作层次的不断提升，构建同盟之间的网

络关系，从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亚太同盟体系被美国政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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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亚洲安全的基石和亚太地区繁荣的基础”①。 

同盟体系模式是当代亚太安全领域最典型的带有冷战色彩的地区安全架

构，它将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视为亚洲安全问题的根源，在理念上始

终将美国的单极霸权作为维护亚太安全的基本手段和一切多边机制的基础。② 

该模式仍以传统同盟关系为纽带，带有明显的结盟对抗色彩，且隐含着将非

同盟体系内的大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意味。不仅很难建立广泛的亚太安全合作

体系，而且容易成为地区安全对抗的重要诱导性因素。 

同盟体系模式根本无法消除地区残余的冷战结构，甚至它的存在本身就

是冷战在亚太地区的投影。同样，由于其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特点，它的扩张

将直接引发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从而为地区安全带来新的风险。可以说，

同盟体系模式在处理亚洲安全问题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都非常低，是一种明

显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安全模式。 

（二）东亚峰会模式 

亚太安全领域的第二种模式是东亚峰会（EAS）模式（图 2），它的特点

是由域外国家决定亚太安全领域的基本议程，亚洲国家参与地区安全合作。

东亚峰会是由东盟倡导建立的地区合作机制，尽管名为“东亚”，但从成员

国的构成来看，具有明显的亚太性质。美国在 2011 年加入东亚峰会后，很快

便以与日韩澳新的同盟关系为抓手，逐步掌握了东亚峰会的议程设置权，试

图将其改造为“（亚洲）地区商讨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首要论坛”。③ 

该模式的基本结构是以美国为核心，充分利用日韩澳新和部分东盟国家

在政治和战略上对于美国的依赖，主导亚洲安全议程的设置。另外，利用该

平台将中国、俄罗斯、印度纳入美国所设置的地区安全议题轨道，以便有效

①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May 2010, p. 42, http://www.whitehouse.gov/ 
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 national_security_strstrgy.pdf. 
② 关于霸权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参见 Robert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Benjamin Cohen, 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Hillary Rodham Clinton: Forrestal Lecture at the Naval Academy, April 10, 2012, Annapolis, 
MD,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2/04/187693.htm;有关美国参与东

亚峰会的进程，另可参见王光厚：《美国与东亚峰会》，载《国际论坛》2011 年第 6 期，

第 2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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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作用的发挥。 

 

 
图 2  东亚峰会模式 

 

东亚峰会模式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积累的传统战

略优势，以及利用既有的多边平台将这种战略优势转化为议程设置能力。从

理论上看，东亚峰会模式创建了一个将所有亚太地区大国和国际影响力各异

的中小国家都纳入其中的政治对话框架，客观上具有瓦解残余的冷战结构、

为地区大国提供战略利益对话平台的潜力。当然，由于该机制的论坛性质，

使其在行动力方面受到一定限制，而且这一模式对于中国在亚太安全领域影

响力的扩展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协调和立场选择对该

地区的未来发展将造成重要影响。 

（三）中美共治模式 

亚太安全领域的第三种模式是“中美共治”模式（图 3），强调以中美在

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为基础，为亚洲安全体系的建设提供顶层设计。① 该

模式的核心是推动亚太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两个行为体，即中国与美国，在安

全领域建立机制性协作关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大国协调机

制，② 并且在尊重中小国家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制度化安全体

① 近年来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对这一模型有比较清晰的阐述，参见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 Melbourne: Black Inc, 2012; Hugh White,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Collingwood Victoria: Black 
Inc, 2010。 
② Hugh White, The China Choice, pp. 173-197.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休·怀特的设计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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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一模式形成的关键在于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关键地位，

而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参与管理亚太安全事务的权利，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基础上建立地区安全领域的“共治”局面。 

 

 
图 3  中美共治模式 

 

作为一种理论模型，中美共治模式切中当前亚洲安全的核心问题。中美

两国以合作共赢的心态共同处理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维护过渡时期的地区

政治格局，这将是解决地区残余冷战结构、协调各国战略利益，并为地区提

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方案。既能够充分体现大国在安全领域

的战略优势和突出的行动能力，又能够借助多边安全机制，最终实现亚太安

全架构的多重建设目标。 

然而，迄今为止，该模式的建构尚未成型，主要阻力在于美国的战略选

择。由于无法摆脱传统战略心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在“安全共治”问

题上仍然犹豫不决，无法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做出关键性决策。如

何突破可行性障碍，将是决定该模式未来前景的关键因素。 

（四）亚信会议模式 

亚太安全领域的第四种模式是亚信会议（CICA）模式（图 4），该模式

主张充分发挥亚洲国家的主体性作用，建立由亚洲大陆国家主导的地区安全

体系。 

张以中美为核心，由中、美、印、日组成大国协调机制，将俄罗斯排除在外，这与笔者观

点存在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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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亚信会议模式 

 

以 2014 年上海峰会为标志，亚信会议已经初步发展为覆盖全亚洲的多边

安全对话平台。作为当前亚洲范围内唯一的泛亚安全机制，亚信会议有条件

为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创制提供基础性框架。① 该模式以中国、俄罗斯、印

度等欧亚空间内新兴大国为核心，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领域的关键

作用，充分利用亚信框架，将亚信会议机制打造成为一个符合亚洲国家需要

的地区安全合作平台。从而改变长期以来域外国家主导亚洲安全议程的局面，

实现亚洲国家管理亚洲安全的历史性目标。在该模式的建构中，中国提出的

亚洲安全观将扮演重要角色，它将大国作用与中小国家的诉求充分结合起来，

建立新型集体安全体系。 

该模式将目标直接指向泛亚安全机制，反映出亚洲国家和人民对于管理

亚洲事务的强烈愿望。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将美国力量限制在亚洲核心

安全体系之外的意图，短期内很难得到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配合。如果缺少

美国的参与，亚洲地区的冷战结构无法消除，也无法形成能够被所有大国共

同接受的亚太战略结构。因此，如何在该模式中合理安排美国的角色，是决

定该模式未来前景的关键要素。 

（五）次区域协调模式 

亚太安全领域的第五种模式可以称为“次区域协调”模式（图 5）。该模

① 关于亚信会议的基本情况，可参见李新等：《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回顾与前

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报告，2013 年 9 月，http://www.siis.org.cn/index.php?m 
=content&c=index&a= show&catid=130&i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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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基本构想是承认当前亚太空间的分散化状态，在建立跨区域安全机制的

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尽可能鼓励和推动在不同次区域中构建小范围的安

全合作机制，以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安全挑战。 

在亚洲各次区域空间中，存在很多能够在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多边机制，

由于次区域内国家间差异较小，安全矛盾层次相对单一，且具体安全问题的

处理对于地区体系影响有限，因此更容易在安全领域形成机制化的合作。如

果在稳定的次区域安全机制形成之后，通过多种形式的互动与协调，逐步建

立次区域机制间的联系，理论上能够形成次区域机制的网络化结构。 

 

 
图 5  次区域协调模式 

 

该模式在战略目标的选取上放弃了建构跨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想，转而应

对难度较低的次区域安全问题，从而暂时回避了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中较为困

难的跨地区整合问题。然而，次区域安全机制的建设事实上强化了次区域国

家的身份认同，这将进一步强化亚洲地区的分散化状态。放弃跨区域安全机

制的目标，使得该模式既无法处理冷战结构，也无法平衡亚太空间内大国之

间的战略关系，更不能为亚太安全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该模式仅可作为过

渡性方案，在不同的次区域中发挥有限的推动地区安全合作和非传统安全治

理的作用，难以对亚洲安全问题的解决产生根本性影响。① 

① 2012 年之前，很多中国学者明确支持该模式，参见陈峰君主编：《亚太安全析论》，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4-186 页；刘学成：《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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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盟主导模式 

亚太安全领域的第六种模式是东盟主导模式（图 6），即由东盟主导亚太

安全议程的“小马拉大车”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东盟抓住冷战后地区大国

在安全领域相互防范的微妙心理，创建了以东盟为核心的网络化安全对话机

制，① 并以此为基础，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了舵手作用。在相当长时间内，

东盟在推进安全机制建设和促进安全对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近年来亚太地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区大国与东盟国家之

间的安全问题不断升温，东盟在安全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空间迅速缩小。部

分东盟国家在域外大国的怂恿下，试图绑架东盟获取非正当安全利益，最终

在东盟国家内部造成了严重分歧。这也暴露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即只能在不

影响大国基本利益的安全问题上发挥协调作用，而一旦涉足大国的核心或重

要利益时，不仅无法发挥机制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对自身造成严重影响。② 

 

 
图 6  东盟主导模式 

亚洲外交》，载《当代亚太》2008 年第 6 期，第 93-94 页。2012 年以后，中国学者大多转

向支持在亚太地区建立能有效覆盖整个区域的地区安全机制，参见林利民：《亚太安全机

制的“缺位”与“补位”》，载《当代世界》2012 年第 7 期，第 22-26 页。 
① 该机制的基本形式是东盟地区论坛（ARF）框架，同时充分发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CAP）和亚太圆桌会议（APR）等多层次安全对话平台的作用，阐述亚太地区中小国

家对地区安全的基本诉求，协调大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引导亚太安全机制的形

成，http://www.mfa.gov.cn/chn/pds/gjhdq/gjhdqzz/ yzxhhy/t536468.htm。 
② 关于东盟地区论坛在安全机制建设方面的经验与缺陷，参见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

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5 期，第

85-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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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东盟主导模式是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有益尝试，

即使在目前遭遇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个有效性和可行性较为平衡的机

制，它虽然无力解决亚太地区的战略对抗，但可以为地区大国提供磋商与对

话平台，也能够通过推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为各国提供合作经验。但也

应该认识到，该模式仅是在地区格局转型初期这一特定阶段的产物，当地区

秩序转型进入更深层次，大国需要重构地区战略格局时，处理新的安全问题

将超出该模式的能力范围。可以说，东盟主导模式是当前亚太各国仍可积极

利用的安全对话平台，但其未来的发展潜力有限，难以构成未来地区安全架

构的基础。 

 
四、亚太安全架构的模式谱系 

 

在以分散性为基本特征的亚太区域中，不同行为主体基于对亚太安全的

差异化认知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设计或建构了上述六种地区安全模式。

如果依据亚太安全问题类别所形成的评估标准对其加以分析，并按照“有效

性”与“可行性”的二元维度对这六种安全模式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排

布，便可以简单勾勒出未来亚太安全架构可能形成的基本谱系，并对其各自

不同的发展前景进行宏观判断（图 7）。 

 

 
图 7  亚太安全架构的模式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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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7 所示，在当前亚太安全环境中，同盟体系模式（模式 1）和次区域

协调模式（模式 5）发挥作用的空间显然较为有限。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是冷

战时代的产物，其所信奉的“绝对安全观”和区分敌我阵营的冷战思维方式

不仅无益于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反而会成为新的安全问题的根源，也必然会

遭到希望获得稳定的安全环境的诸多亚太国家的抵制，无论是机制的有效性

还是操作层面的可行性都非常低。而次区域协调模式则因其避免触及亚太地

区安全领域的棘手问题，在短时间内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其回避而非

解决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局，几乎等同于选择维持现状，拖延安全问题爆发的

时间。作为一种安全机制，这种鸵鸟式的态度也意味着它在机制的有效性方

面存在严重缺陷，也不太可能成为未来地区安全架构的主流。 

除此之外，其余四种安全模式则各具特色，均有潜力成为未来亚太安全

架构的基本框架。从理论上说，亚信会议模式（模式 4）、东亚峰会模式（模

式 2）与中美共治模式（模式 3）都抓住了新时期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

即通过各种机制化方案，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纳入共同框

架内，从而规划新的亚太战略秩序和行动机制。可以说，这三种模式都符合

地区安全架构的总体要求，有条件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提供基本框架。 

当然，这三种模式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中美共治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理

论模型，其基础是中美两国通过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未来亚太安全格局，即美

国承认中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扮演的领导角色，同时中国也允许美国在亚洲

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基于相互理解和信任，共同讨论和处理地区安全

难题。这种模式的建立需要中美双方形成充分共识，并在战略行动上相互妥

协。这要求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修订原有的战略目标，并在战略层面进行较长

时间的磨合。而在现实中，中美两国则根据自身需要作出了更有利于维持自

身优势地位的战略选择。 

美国倾向于在东亚峰会基础上搭建新的亚太安全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将

中、美两国和俄、印、日等地区大国以及所有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中等国家都

纳入其中，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亚太盟国都是该机制的

成员国，由此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由于目前东亚峰会机制

已经初步成型，较之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中美共治模型，其可行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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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重要抓手。 

中国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主要机制性依托则是亚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

因为亚信会议从诞生伊始就强调亚洲的主体性，这意味着在亚信框架内，作

为亚洲国家代表的中国相对于作为域外国家的美国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同

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为亚信成员，且哈萨克斯坦在亚信机制中拥有特殊的

创始国地位，中国在亚信机制内更易发挥自身的影响力。而仅仅作为亚信观

察员国的美国，则面临着诸多机制性掣肘。事实上，如果亚洲国家在安全问

题上的主体性意识能够充分发挥，亚信会议模式将是最合适的地区安全公共

产品提供平台，也是地区安全问题的最佳对话平台，其理论上的效用是所有

安全模式中最高的。然而，由于美国的消极态度和亚信自身在机制建设方面

的缺陷，使得该模式目前的操作难度仍然偏大，在可行性方面得分偏低。 

最后，我们也不应忽视东盟主导模式（模式 6）的重要价值，作为一项相

对“中庸”的安全议程，东盟主导模式的发展潜力有限，其自身的发展也正

缓慢进入瓶颈期。但作为亚太安全领域的重要成果，该模式将在很长的中美

战略磨合和过渡期内扮演“替补队员”角色。一旦中美双方不能就地区安全

问题达成妥协，或由于地区安全矛盾激化，导致东亚峰会、亚信会议和中美

共治等三种模式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东盟主导模式仍然能够为地区大

国提供去敏感化的安全对话平台。因此，尽管东盟主导模式不具备成为新安

全架构的核心条件，但仍然可以对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持。 

 
结  论 

 

在当前这样一个思想激荡、地区政治力量高速分化组合的时代，为亚太

安全领域勾勒一幅全面的未来图景并不轻松。新的安全挑战层出不穷，常常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改变地区安全议程，而新的安全理念和理论模型也随时可

能对既有的安全模式产生冲击，最终改变整个地区安全格局。然而，正是因

为身处这个纷繁复杂的变革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全力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建设，

尽力避免亚太地区这个身处全球化进程前沿，并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

最活跃经济空间因安全领域的冲突或误判而滑入安全困境的陷阱。 

 
36 



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 

任何稳定合理的安全架构都需要经历充分的磨合才能走向成熟，而当那

些原本分别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类型安全问题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

最终形成复杂的系统性困局时，就意味着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不仅需要足够

的时间，更需要合理设计、风险管控以及大国间的持续对话与妥协。 

由于要处理亚太地区长期存在的残余冷战结构，也要回应域内外大国对

地区战略主导权的诉求，未来稳定的亚太安全架构必将带有明显的大国协调

色彩，且需要容纳所有对地区安全能够产生关键影响的国家。美国无法依托

同盟体系的力量，建构一个排斥中国的地区安全架构，因为这样的安全架构

即使建立起来，也无法解决安全问题，只会带来更加激烈的冲突和军备竞赛。

同理，中国目前也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体系。归根结底，

亚太安全体系的建构从根本上是要避免亚洲大陆强国与太平洋海洋强国在亚

太空间内形成尖锐对抗的局面。 

诚然，即使我们能够明晰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合理走向，也仅仅能够做

到排除不合理选项，勾勒宏观图景，并不意味着可以准确把握安全架构的发

展状况。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亚太区域中，东亚峰会模式、亚信会议模式以及

受到广泛关注的中美共治模式都有能力为地区安全架构提供基础性框架，即

使是发展潜力有限的东盟主导模式，也在特定条件下对安全架构建设有所裨

益。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罗列安全架构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并且

按照根植于安全议题本身的合理化标准对其进行评估。亚太安全空间始终是

开放的、可塑的，未来安全架构的建设过程最终走向何方，仍将受制于地区

大国尤其是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与战略互动。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建设注定要

经历漫长的周期，其间必定会出现许多难以预计的难题与风险，但是只要中

国能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明确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以中美关系为重点，缜

密筹划，稳步推进，创建既符合整个亚太地区的总体安全利益、又能够充分

展现中国影响力的新型安全架构的目标就能够实现。 

 

[收稿日期：2015-05-11] 

[修回日期：2015-06-08] 

[责任编辑：张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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